
 

 

20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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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

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

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

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

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

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

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

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

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

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

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

国对华“新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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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其走向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

发展方向。但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悲观者不少，特别是从美苏冷战的

历史案例出发，一些学者提出了中美正处于或正走向“新冷战”“中美必有

一战”“中美难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等观点。① 这些观点的国际关系

理论渊源大都可以从结构现实主义中找到。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

态下，中美在安全、权力和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决定了两国难以避免冲突甚至

战争。② 观察中美关系发展，结构视角毫无疑问是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也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即使从结构视角出发，也需要认真思考结构的原初

状态和具体特征。如果在结构起点处就存在较大不同，那么很难完全按照结

构现实主义的逻辑来理解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旨在探讨中美所处结构

的起点状态，阐释其特征，并分析中、美当前的政策取向，以便更为全面地

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认为，从结构出发，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在

冲突和战争之外，还存在着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可能。正如习近平主席与

拜登总统 2023 年在旧金山会晤时所言，“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③ 

 

一、理解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 

 

由于国家是在特定的结构内互动，结构确实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

响。而结构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结构状态也并非

一成不变，也非千篇一律。这就需要考察一定时空背景下国家互动的结构起

点问题。所谓结构起点，是指构成特定国际关系结构的初始状态。体系的初

始状态不同，体系特征不同，国家间互动的演化逻辑也不相同。结构起点塑

造结构演化的进程，并作为给定的条件，影响结构内不同行为体的互动模式。 

                                                        
① Hal Brands and John Lewis Gaddis, “The New Cold War: America, China, and the Echoes 

of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6, 2021, pp. 10-20. 

②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 100, No. 6, 2021 

pp. 48-58. 

③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23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3-11/16/c_11299779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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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总体结构仍是二战结束后所形成的结构。关于这种

结构，美国更多地是以所谓“新自由主义秩序”来概括；但中国认为，二战

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管对于结构的秩序有何不

同称谓，二战后所确定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在总体结构保持

大致稳定的背景下，阶段性结构出现了重大调整。 

事实上，二战之后的全球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结构，

即从 1947 年冷战爆发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在这个结构中，美苏两极对抗，

军事上对立，经济上基本隔绝。在 20 世纪 50 年，中国加入苏联主导的社会

主义阵营，对抗美国。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关系也尚

未正常化，中国保持相对独立并置身美苏对抗之外。为了赢得对苏联的冷战

优势，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迅速改善。1979 年中美建交，这

标志着中美对抗苏联的态势正式形成。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美进入“准蜜

月期”，两国在战略上协同，经济联系快速增加。由此，苏联在冷战中逐渐

处于被动地位。 

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战之后的总体结构进入了

第二阶段。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从大国力量

的角度看，一些学者将其称为“一超多强”的时代，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一

超独霸”的时代。在这一阶段，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范围

内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大力发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① 与此同时，

中国加速推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

体系。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标志性

事件。同年，“9·11”事件爆发，美国随即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中国总

体上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由此，美国把战略重心放在打击恐怖主义上。随

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国力受到极大冲击，为了应对危机，

中美携手合作，取得显著成效。 

2010 年以来，国际体系结构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美国逐渐将

中国定位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对中国实施遏制、打压政策。特

                                                        
① See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 Abroad: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23 

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对华征收高关税，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华为公司及中国其

他高科技企业，并在涉港、涉疆、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挑衅。拜登

政府执政后，开始将“合作、竞争、对抗”作为对华政策指导原则，延续对

华高关税措施，同时通过提升盟友关系持续对华施压。此外，拜登政府还强

化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试图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确定结构起点，其中最重要的标准是在时

间坐标上，起点前后的国际结构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不同。具体而言，

判断阶段性结构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依据有两个。 

一是结构内原有的关键行为体发生重大变化。在冷战阶段，美苏两国成

为结构内最强大的国家，而之前结构内关键的塑造者（如英国和德国）不再

具有原有的地位。在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结构中，俄罗斯的实力急剧

下降，美国“一超独霸”，其他国家的实力都无法与美国匹敌。在当前国际

结构调整的第三阶段，美国继续作为结构主导国家存在，同时中国国力快速

上升，影响不断增强，成为结构的关键塑造方之一。 

二是推动结构演化的国家间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冷战期间，国际结构内

最主要的国家间关系是美苏关系。美苏两国在全球争霸，互有攻防。在第一

阶段，美国和苏联分别建立了以本国为中心的军事联盟，争夺势力范围，打

造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同时，美苏关系也塑造和影响着其他的国家间

关系，并决定着国际结构的走向。在第二阶段，美国以维护、巩固和拓展其

领导地位为目标，美国与多极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结构

中的主要关系。美国试图打造霸权体系，这与结构中其他行为体希望推动国

际格局多极化的诉求产生了冲突。在第三阶段，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美国

认为中国可能挑战其国际地位，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地缘竞争对手”。因此，

美国进行战略调整，聚焦“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而中国坚决捍卫自

身发展权利，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国际结构也由此发生重大变化，

中美关系成为国际结构中的主要国家关系。中美两国均认为当前的国际结构

出现了重大调整，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① 中国则认为“世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 6, https://www.whitehouse. 

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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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虽然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总体上仍然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塑造，但

具体而言，结构中的主要行为体和主要国家关系已经出现了三次重大调整。

因此，将当前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定位到二战结束、冷战时期或者是冷战结

束之初，都不够精确。准确地讲，在二战结束后的近 80 年间，中国和美国

作为体系结构中的两个关键大国应该始于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在 2010 年，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也一直保持上升态

势。一方面，中国持续扩大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另一方面，

中国也不断缩小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例如，2019年中国GDP 总量占美国 GDP

总量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二，但是在 2021 年，这一比例超过了四分之三。就

力量而言，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一超独霸”的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要

将某一具体事件作为中美关系成为结构中主要关系的标志，那么特朗普政府

2018 年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具有这种标志性意义。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对

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破坏力强，深刻改变了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极大影响

了中美关系的后续变化。 

 

二、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特征 

 

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结构的关键行为体，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也

决定着国际结构的未来发展。关于这一点，争议不大。核心的问题在于中美

所处的国际结构和美苏所处的国际结构是否一致，美苏冷战的结构是否能够

自动移植到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或者更为直接的是中美是否难逃结构带来的

悲剧。这需要从结构的起点特征加以理解和阐释。泛泛地认为中美所处的结

构与美苏所处的结构都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两国对抗，而忽视结构起点的差异

和后续进程的不同，不利于更为精准地分析中美关系。 

当前中美作为体系内的关键行为体所处的结构起点的特征和冷战爆发

时期美苏所处的结构特征有显著差异。 

第一，在全球经济结构上，全球经济具有连接性和互嵌性，中美两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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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保持着高度的相互依存。作为当前结构下的经济体系，全球经济高度连

接和互嵌。在 2010 年前后，“超级全球化”大行其道，各国经济开放度、

国家间经济联系程度以及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数量达到空前的水平。从数据来

看，从 1870 年到一战前，全球贸易占 GDP 的比例从 1870 年的 9%上升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4%。① 从 1914 年一战爆发到二战结束，全球经济经

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军国主义、

帝国主义大为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大逆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贸

易占世界 GDP 的比例跌至 5.5%。二战结束后，美国在 1947 年推出了“马

歇尔计划”，将西欧等盟友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苏联也推出了“莫

洛托夫计划”，将东欧经济与苏联经济紧密捆绑。此后，世界经济被划分为

两大平行且对立的经济体系。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国际贸易才恢复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到 1980 年，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

易在苏联对外贸易中只占四分之一。冷战结束后，“超级全球化”进程开启，

国际贸易快速增长，其平均增速大大超过全球 GDP 增速，商品出口占全球

GDP 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15%上升至 2012 年的 26%，2012 年商品和服务出

口约占全球 GDP 的 33%。② 

中美关系所处的结构起点，不仅是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而且中美之

间也深度相互依存。而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经济基本是相互隔绝的，以

美、苏为代表的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经贸联系也较少。从 1950 年到 1959 年，

美国对苏联的出口年均不到 100万美元，同期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年均为 2 100

万美元。1960 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升至 3 960 万美元，并在随后的十年

中迅速提高，在 1968 年达到 5 770 万美元。1969 年美国《出口管理法》通

过，其当年对苏联的出口额达到 1.055 亿美元，1971 年达到 1.62 亿美元。

与此同时，苏联对美国的出口额一直保持在 2 000 万美元左右，直到 1965

年才跃升至 4 260 万美元，1970 年达到 7 230 万美元。但是双方的贸易额与

                                                        
① Esteban Ortiz-Ospina, Diana Beltekian, and Max Roser,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October 2018, https://ourworldindata.org/trade-and-globalization. 

② Arvind Subramanian and Martin Kessler, “The Hyperglobalization of Trade and Its 

Futur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ly 2013, https://www.piie.com/sites/ 

default/files/publications/wp/wp1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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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各自的贸易总额相比，显得微不足道。1965 年，美国对苏联的出口不

到美国出口总额的 0.2%，1970 年这一比例也不到 0.5%。苏联对美国的出口

在 1965 年和 1970 年分别占其出口总额的 0.5%和 0.6%。1971 年，美国与苏

联的贸易总额为 2.19 亿美元，但是远低于美国与加拿大、日本以及主要欧

洲盟国的双边贸易总额。① 1980 年，苏联对美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额的

0.2%，苏联自美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 2.1%。② 

但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联系却极为密切，供应链高度整

合，互补性强，具有体系性对接、彼此间依赖的特征。以 2016 年为例，这

一年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7.9%，美国自华进口占其进口总

额的比重为 20.9%。③ 同年，中国对美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18.4%，

中国自美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8.5%。④ 由此可见，中美经济相互依

存度远远高于美苏在冷战初期和后续的经济相互依存度。2016 年，中国对

欧洲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18.6%，中国自欧洲的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

18.1%。⑤ 如果再把日、韩等美国盟友包括在内，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的贸

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 

第二，在安全结构上，国际安全形势大幅度缓和。中美两国所处安全结

构的起点，全球安全形势整体好转，和美苏冷战形成鲜明对比。1947 年冷

战开始时，美、苏都刚从二战的残酷现实中走出来，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战

争恐慌心理。对两国而言，战争并不遥远，因此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它们

的理性选择。首先，从军费来看，经过二战之后的大裁军，苏联的军费开支

从占其 GDP 的 50%以上降为约 20%，美国的军费开支则从二战期间占其

GDP 的 40%降为 6%左右。但随着冷战的爆发，苏联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

                                                        
① Kenneth Klein, “The Trade Act of 1974: Soviet-American Commercial Relations and the 

Future,”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5, No. 4, 1975, pp. 521-522. 

② Abraham S. Becker, “Main Features of United States-Soviet Trad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4, 1987, p. 68. 

③ U.S. Census Bureau, “U.S.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December 2016,”  

p. 16, https://www.bea.gov/system/files/2017-12/trad1216.pdf. 

④ 《2016 年 12 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美元值）》，海关总署网站，2017

年 1 月 23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2799825/302274/302277/ 

302276/632008/index.html。 

⑤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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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长期保持在高位，20 世纪 50 年代的年均占比在 20%以上；美国的军费开

支也快速攀升，在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例年均保持

在 10%左右。① 而中国和美国的军费预算在 2010—2020 年占 GDP 的比例分

别低于 1.7%和 3.8%，② 均大大低于美苏冷战初期的水平。其次，从军队规

模来看，以 1960 年为例，美国和苏联的军队规模分别约为 250 万人和 360

万人③，占其国家人口的比例分别约为 1.4%和 1.7%。④ 而中美两国在 2010

年左右的军队规模远不如冷战期间的美苏。尤其是中国在 2015 年裁军之后，

军队规模维持在 200 万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到 2‰；近年来美国的军队规模

保持在 140 万人左右，占人口的比例低于 5‰。再次，从军事联盟看，冷战

期间美国和苏联分别构建了由自己主导的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冷战

也直接表现为北约和华约这两大军事联盟的对抗。当前，中国始终坚持不结

盟政策，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关系，更没有建立多边军事联盟体系，

因此，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亚太地区都不会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

体系。美国虽然建立了多种形式的联盟关系和联盟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的盟友并不支持美国对华实施军事遏制。因此，冷战期间的美苏军事同

盟对抗模式在中美之间并不存在。需要指出的是，美苏之间虽然爆发了冷战，

但能够避免热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核武器的存在，也就是说美苏之间的“核

恐怖平衡”维持了结构的和平。在中美安全结构的起点上，这一因素继续存

在，也有利于避免中美陷入冲突。因此，相较于冷战初期，当前中美结构起

点的安全环境是显著改善的。 

第三，在观念结构上，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相对弱化。当前，在观念结构

起点方面，意识形态更为多元和包容。而在冷战初期，美苏在意识形态领域

                                                        
① 苏联军费开支参见：José Luis Ricón, “The Soviet Union: Military Spending,” Nintil, 

https://nintil.com/the-soviet-union-military-spending/; 美国军费开支参见：Michael Edelstein, 

“What Price Cold War? Military Spending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U.S., 1946—1979,”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4, No. 4, 1990, p. 422。 

②  World Bank, “Military Expenditure (% of GDP)-United States, Chin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locations=US-CN. 

③ 关于苏联军队规模的测算，可参见：Raymond L. Garthoff, “Estimating Soviet Military 

Force Levels: Some Light from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4, No. 4, 1990, p. 101。 

④ 美国 1960 年人口总数约为 1.8 亿，苏联 1960 年人口总数约为 2.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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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对立。无论是作为客观存在的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还是美国

主观认为苏联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融入其扩张行动之中，美国都需要针锋

相对。而从苏联的角度看，“杜鲁门主义”主张“全世界应该选择美国制度”，

进而认为美国二战后对外政策的特征是反对共产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美苏

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影响力是导致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① 但在目前的

全球观念结构中，美国虽仍极力推广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但中国

并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的意愿和行动。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观念结构中，其

他大多数国家也认为应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选择政治制度。此外，在后

冷战时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

了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具有交融性、共通性、普遍性

和全球性，成为全球观念结构中的主导理念，这也有助于抑制特定国家单一

意识形态的扩张。 

第四，全球性挑战持续上升，需要中美携手应对。对当前中美所处的结

构起点而言，全球性挑战的持续上升是一个重要特征。其中，气候变化是人

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均受其影响，但又无法独自解决。

美国认为，气候危机既是国内危机，也是影响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核心要

素。气候危机正在重塑物质世界，目前气候变化的速度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要快，极端天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② 中国也明确提出，“气候

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

类前途命运。”③ 中美两国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威胁的认识和联合国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研究进展是相伴相随的。IPCC 的评估报告

认为，全球升温幅度需控制在 1.5℃，否则地球在 2030 年之后会出现毁灭性

                                                        
① See D.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1917-1960,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61; Barton J. Bernste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Barton J. Bernstein, ed., 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pp. 15-77. 

②  Briefing Room, “Fact Sheet: Prioritizing Climate in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October 2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2021/10/21/fact-sheet-prioritizing-climate-in-foreign-policy-and-national-secur

ity/. 

③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21 年

10 月，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21n_2242/202207/ t20220704_130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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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① 如果中美之间缺少合作，按照目前的情况，温室气体排放可能会造

成全球气温上升幅度超过预期。为应对气候危机，中美需要加强合作。但在

冷战初期，美苏之间基本没有面临类似的全球公共问题挑战。 

上述特征是当前结构的初始属性，渗透到结构的各个领域，成为结构内

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所有成员互动的基础。结构的起点塑造体系结构的形

态，进而产生结构压力，传导至结构内国家，塑造着国家的政策选择。如果

体系结构的起点是对抗性的，那么就会产生对抗性的结构压力。但如上所分

析的，中美所处的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

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这种结构所产生的体系性

力量对包括中美这样的关键性国家在内的体系内成员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其

指向更多的是和平和发展。要打破这种结构，回到冲突甚至战争，需要付出

更大的代价。 

 

三、结构塑造者的政策选择 

 

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虽然有利于和平、合作和发展，有利于避免中美陷

入冲突，但是结构能否持续发挥作用，这又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如果中

美两国选择冲突，那么结构起点的有利因素会随着冲突的持续和扩大逐渐消

失，进而导致原有相对良好的结构瓦解。中美作为结构的塑造者，在双边关

系上的政策选择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维持结构还是颠覆结构，取决于体

系内各关键行为体的选择。从目前情况看，结构中的重要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考虑到了结构起点的作用，这有助于维护结构的稳定。 

第一，中国的政策选择。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发

展逻辑所决定的。对于美国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行为以及美国的霸道、

霸权行径，中国的态度是坚决抵制且敢于斗争。但这种斗争不是所谓争夺全

球霸权的斗争，而是国家之间的正常互动。为了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① 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IPCC, 2014,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 

uploads/2018/02/SYR_AR5_FINAL_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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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下简称“三大倡议”）。

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是“三大倡议”，都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总体思

路，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合作性特点，更是中国为应

对百年变局提出的解决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明确要“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和美国的协调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应对全球安全变局，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

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这包括了促进中国与美国的良性互动，避

免核战争，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主

张各种文明开放包容和交流互鉴，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全球文明倡议既

有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击，也有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交流、沟通。① 

具体到当前的中国对美政策，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连贯的，逻辑也是

清晰的。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主张以“相互尊重、

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为基调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在拜登政府时

期，中国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由

此可见，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立场始终强调三点。一是尊重，中国尊重美

国的社会制度，同时也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二

是和平，中美之间有分歧、矛盾，这很正常，但不能用战争的方式消除彼此

分歧；三是合作，合作是中美最佳的选择，双方要通过合作来扩大共同利益。 

第二，美国的政策选择。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合作和竞争两个选项中摇摆。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合作相对更多一些。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气候变

化两大领域，美国需要中国，也和中国积极协调。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在上

述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合作成果是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持续

上升和 2015 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奥巴马

政府后期对华政策中竞争的一面也在上升。在地缘政治上，美国加强在南海

的军事存在，并推动美欧战略协同。在地缘经济上，美国积极推动跨太平洋
                                                        

① 卢静：《全球文明倡议：理念与行动》，《人民论坛》2023 年第 11 期，第 84—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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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合作。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进一步增强。在政治安全

领域，美国在涉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衅。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的最

后一年，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冲突性因素急剧增加。但从合作的角度看，

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在经贸领域也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避免了中美贸

易摩擦的升级。 

相比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美国对维持中美战

略稳定的考虑增多，对务实处理对华关系的考量增加。从 2021 年提出的“竞

争、合作、对抗”旧三分法到 2022 年的“投资、结盟、竞争”新三点论，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美国将“合作”和“对抗”的表述都删除了，只保留了“竞

争”。但在具体说明时，事实上保留了“合作”的选项，“美国准备随时和

中国合作”，但希望避免对抗，“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防止竞

争演变为冲突、对抗或新冷战”。① 2023 年，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

拜登总统在经贸领域提出“两不”，“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同

中国脱钩”。②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和中国需要思

考如何管理竞争以缓和紧张局势。③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也强调，要以务实

的经济战略来应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美经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美国寻求

与中国进行良性的经济竞争。④ 

第三，关键第三方的政策选择。中美是结构中的重要行为体，对结构有

着直接且显著的影响，但现有的结构并不只有中美两国。2017 年，中美两

国的 GDP 占全球 GDP 的比重接近 40%，尽管如此也远没有达到冷战初期美

苏两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程度。在中美两国之外，其他的行为体的选择也会

塑造中美两国的政策。在当前的结构中，如果第三方选边站队，将会加剧中

                                                        
① Briefing Room, “Readout of President Joe Biden’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5,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11/15/readout-of-president-jo

e-bidens-meeting-with-president-xi-jinp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 

②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新华网，2023 年 11 月 16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23-11/16/c_1129977979.htm。 

③ Jake Sullivan,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Power: A Foreign Policy for a Changed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102, No. 6, 2023, p. 26. 

④ Janet L. Yellen, “There’s a Way for the U.S. to Compete with China—and to Work with 

China,”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 

2023/11/06/china-relationship-good-american-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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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对抗；如果第三方保持中立，将会抑制中美的对抗。这和冷战期间的情

形形成鲜明对比。冷战期间，处于对抗状态的两大阵营几乎囊括了所有大国，

即使存在独立的第三方，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大国塑造第三方的政策选择，

而第三方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与结构起点的状态相关。

与冷战时期不同，受益于复合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当前结构中的第三方拥

有较为独立的行动空间，其典型代表是欧洲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 

一是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多数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拜登政府非常重视盟

友，美欧政策协调有所增强。与此同时，欧盟也希望实现“战略自主”。① 这

种“战略自主”在军事上是力争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经济上是能够降

低对中国的依赖，在战略上是在中、美之外发挥欧洲的规范和平衡作用，防

止欧洲利益受损。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担心过度与美国捆绑将会

损害自身利益，甚至可能会被边缘化。不仅如此，欧洲国家还希望与那些不

愿卷入中美竞争的国家加强协调。在美国不断拉拢欧洲国家打压、遏制中国

的情况下，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制约。正如布

林肯所言，美欧联合起来才可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② 如果没有欧洲的

坚定支持，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无法取得实质效果。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从

“脱钩”到“去风险”的转变，也与欧洲国家不完全赞同对华遏制政策的立

场有一定关系。因此，欧洲国家是塑造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第三方因素。 

二是全球南方。全球南方有多种内涵，其不仅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

且是一个经济社会概念。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南方国家进一步觉醒，全球南

方兴起。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相对应，其已经被塑造为一个“抵抗空间”，

不仅反对“北方”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也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和其他

形式的全球霸权。③ 美国力图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分化其与中国的关系。对

                                                        
① 参见赵怀普：《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国际展望》

2021 年第 5 期，第 26—31 页。 

②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with Meabh McMahon of Euronew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25,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meabh-mcmahon- 

of-euronews/. 

③ Sebastian Haug, Jacqueline Braveboy-Wagner, and Günther Maihold, “The ‘Global South’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Examining a Meta Categor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2, No. 

9, 2021, pp. 1923-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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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美国打压中国，全球南方国家的立场是“不支持”。一方面，全球南方国

家对美国等北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剥削和压迫非常反感；另一方面，从经济发

展、世界和平和道德正义的角度看，全球南方国家也反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由此可见，无论是欧洲国家还是全球南方国家，它们都从自身利益角度

出发，希望中美能和平共处，拒绝选边站队。对于关键第三方的明确信号，

中美两国尤其是美国需要正视并予以积极回应。从结构角度看，关键第三方

的政策选择也是制约中美两国走向冲突的重要力量。 

 

四、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与中国的主动作为 

 

中美关系的结构起点不同于美苏冷战爆发时的结构起点，当前的结构现

状也远没有进入所谓的“新冷战”状态。基于结构起点和结构现状，未来中

美关系发展还有除冷战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

发展的道路。当前，拜登政府也有意管控分歧，为中美关系设置“护栏”，

客观上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但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领

导人的更替以及外交战略的调整，可能会冲击结构，有把中美关系拉入“新

冷战”的风险。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也拥有冷

战时期苏联所不具备的多重优势，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动有

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

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降低美国把中美关系推向“新冷战”的可能。① 

第一，持续推动与美国的合作，扩大利益交集。中美关系能否健康发展，

最终还是取决于中美两国自身。从美国近些年的对华政策看，其已经意识到

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主要大国的地位。中国也意识到，无法在短期内超越美

国。中美战略博弈注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在这种趋同的判断下，为保持中

美关系稳定，中国需要主动作为，扩大中美利益交集。利益不存，稳定不再。

一是维护经贸利益，维持中美相互依存的基本格局。经济深度相互依存是中

美关系不同于美苏关系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特征。中国要在维护好中美经贸存
                                                        

① 宋国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新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

第 2 期，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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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利益的基础上，稳步扩大增量利益，拓展中美经贸合作，确保中美经贸关

系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二是回应美国的现实诉求。美国国内存在大量

经济社会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中国造成的，但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在一

定程度上帮助解决问题，如芬太尼问题。① 中国可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

适度回应美国的诉求。三是在全球共同利益上的合作。中美两国是全球性大

国，在事关全球安全、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两国承担着大国责任。中美也可

以在维护和扩展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增进信任。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气候变

化是中美合作的优先领域，人工智能治理也是重要的合作议题。值得注意的

是，除了上述利益交集外，中美还要扩大互动的规范交集。一方面是中美两

国确定管控分歧的规则交集，如中美要就如何管控分歧确立规则；另一方面

是确定中美互动的机制交集，要在协商的基础上确定更多正式的合作机制。 

第二，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创造复合化的结构均势。其一，推

动国际局势缓和，助力国际政治多极化。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国的战

略思想，即发挥自身相对孤立的地理优势，大搞“离岸平衡”。② 该战略的

核心是在关键地区制造矛盾、推动对立，借此维护自身利益。有鉴于此，如

果能够在美国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关键区域如欧洲、中东、东亚地区推

动实现局部缓和，则美国战略的效果将会下降。因此，中国可高举“大缓和、

大团结、大和解”的旗帜，推动与周边地区和其他关键地区的合作，增加在

相关地区的贡献，助力形成多元、稳定的全球结构，以此对冲美国的“离岸

平衡”战略。其二，着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平衡美元霸权。美元霸

权是美国霸权的最后堡垒，也是美国推行全球霸权的“钱袋子”。冷战时期，

苏联重军事、轻金融甚至无金融，放任美元霸权持续发展，也被迫承受美元

霸权带来的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可通过提升美元之外的其他货币的国际份

额，约束美元霸权。中国也应借助自身经济和贸易优势，积极推进国际货币

体系多元化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应通过

                                                        
① 参见李文君、聂鹏：《影响中美关系的芬太尼问题》，《世界知识》2023 第 16 期，

第 58—61 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2016, pp. 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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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逻辑和战略谋划，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应对美国联盟体系，防范美国打造对华联合阵营。美国能够在冷

战中胜出是因为其构建了强大的联盟体系。当前美国政府也借助更为紧密的

联盟体系对华展开竞争。对此中国要寻求破解之道。在经济上，中国要以扩

大对外经贸联系为主要方向，从战略高度加强与欧、日、韩、澳等美国盟友

的经贸关系，稳住既有的经贸网络，优先拓展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利益，

多措并举确保与美国盟友在经济上不脱钩。在意识形态上，应吸取苏联在冷

战时期的教训，不主动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政治制度和

治理模式。另外，中国还要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中的新型大国和中等强国，避

免这些国家站在中国的对立面。美国目前竭力拉拢印度，考虑到印度与中国

的地缘关系以及印度未来的增长潜力，中国应稳住中印关系。 

第四，努力打造和平环境，夯实民族复兴基础。冷战期间，美苏在军事

方面虽然高度对抗，但未发生直接战争，主要原因在于美苏都是核大国。“核

武器和平”或“核恐怖平衡”定律在中美之间依然存在。中国和美国作为有

核国家，彼此之间固然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出现，

第三方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可能成为消耗两国国力的因素。冷战时期，美苏

均对外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但两国也因战争消耗了国力，导致经济发展受到

影响。越南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国力，使苏联在一个阶段内获得了竞争优势，

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阿富汗战争则消耗了苏联的国力，帮助美国最终

在冷战中获胜。就目前而言，一方面，中国应增强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安全；

另一方面，中国应坚持和平崛起，不搞军事扩张，不主动发动战争。 

第五，应始终将国内发展置于首位，尤其是做到政治要稳定、经济要繁

荣、社会要发展、安全有保障。中美战略博弈的走向取决于各自国内的发展。

当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竞争战略都强调其国内议题的重要性，各种

形式的“投资于国内”成为美国的优先选项。中国也要注重国内的发展。具

体而言，一是政治要稳定，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用

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应对中美博弈的优势来源。二是经济

要繁荣，当前中国应更加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同时，要营造法治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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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稳定的预期。三是社会

要发展，要保持社会活力，回应民众需求，增强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

切实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是安全有保障，要保障政治、经济、社

会的综合安全，避免发生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当然，安全有保障并不

意味着泛安全化，过分强调安全也会冲击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 

 

结 束 语 

 

结构确实重要，各个国家都处于特定的结构之中。真正的结构主义理论

不仅要看到理论意义上结构的趋同性，更要承认具体时空背景下结构的差异

及其巨大影响。仅仅从抽象的结构出发，容易陷入新现实结构主义的窠臼，

这是历史主义贫困论的表现。如果只是僵化地看待结构，那么就会得出“循

环和重复”的结论。在重视结构的同时，还要关注结构的起点和特征，这样

才会看到动态和变化。结构起点不同，结构进程不同，结构的发展方向也不

同。结构的发展并不只遵循现实主义的逻辑，也遵循非现实主义的逻辑。 

当今世界面临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对中美关系而

言，“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完全不可避免。“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去了”，也

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必然滑向“新冷战”。中美关系所处的结构起点与历史

上特别是冷战爆发时的结构起点有诸多不同，需要准确定位和把握。从特定

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

战争的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在“再也回不去”和“新冷战”之间，中美可

以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道路。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健康、稳定的中美关

系。塑造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包括正确看待

国家权力、引导各自国内民众的情绪和做出理性的政策选择。同时，中国也

要主动作为，借助结构去重塑相互关系，不被旧的结构及其历史所限制。 

[责任编辑：石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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